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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网络与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
———锦上添花还是雪上加霜?

洪名勇　 杨雪娇　 徐琰超∗

　 　 摘要: 本文构建“有限信任－短半径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理论模型ꎬ分析宗

族网络在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中发挥的作用ꎮ 发达的宗族网络使农户倾向于将

土地流转给本村普通村民ꎬ而非生产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单位ꎬ导致在宗族网络发

达的村庄中ꎬ普通村民之间的土地流转发生率更高ꎬ最终弱化了土地流转的资源配

置效应ꎮ 进一步分析发现ꎬ在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村庄和市场发育滞后的地区ꎬ土
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应更容易被宗族网络弱化ꎬ而市场化进程能够显著削弱这种

不利影响ꎮ 利用“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调查数据进行了经验验证ꎬ计量结果稳健ꎮ
因此ꎬ政府在制定政策时ꎬ应充分考虑传统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与市场配置机制的关

联ꎬ引导土地流向生产能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ꎮ
关键词: 宗族网络ꎻ土地流转ꎻ土地资源配置ꎻ社会信任

一、引言

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ꎬ通过土地流转实现适度规模经营ꎬ提高农业生产率ꎬ是
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ꎮ 为此ꎬ我国自 ２００３年以来相继出台一系列促进土地流转

的政策ꎬ持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ꎬ激活农地产权交易ꎮ 在深化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背

景下ꎬ２０１９年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达 ５.５５亿亩①ꎬ土地流转交易日益活跃ꎬ加速了农村土

地要素的流动ꎮ 但是ꎬ高速流动并不意味着高效流动ꎬ土地流转到效率更高的农业生产单

位ꎬ改善要素配置ꎬ才能为农村经济转型提供要素驱动力ꎮ
理论上讲ꎬ发达的土地流转市场是建立土地再分配机制的有效手段(Ｈｕｙ ｅｔ ａｌ.ꎬ ２０１６)ꎬ

可以让土地流向效率更高的使用者(Ｄｅｉｎｉｎｇｅｒ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３ꎻ史常亮等ꎬ２０２０)ꎬ优化土地资源

配置(陈志刚等ꎬ２００７)ꎮ 然而我国制度化、系统性的土地流转市场ꎬ运行时间尚短ꎬ还存在土

地流转不畅、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ꎬ表现为农户不能根据其意愿ꎬ流出或流入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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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土地(刘同山ꎬ２０１８)ꎻ农业生产率越高的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越大(何欣等ꎬ２０１６)ꎻ
同时ꎬ农户间耕地流转也并未显著改善土地配置效率(李承政等ꎬ２０１５)ꎮ 此外ꎬ我国农村社

会中ꎬ非正式制度还会对村庄生产生活资料配置产生重要影响(贺雪峰、仝志辉ꎬ２００２)ꎮ 因

此ꎬ在正式制度不完善、并叠加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下ꎬ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与土地配置之间的

关系尤为复杂ꎮ
现有研究大多站在正式制度的角度研究我国土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的关系ꎬ而忽略

了非正式制度的影响ꎮ 宗族作为我国传统农村广泛存在的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ꎬ其根据家

族关系来管理族田、配置族产的资源分配机制是否延续到了现代社会? 是否影响现代农村

的土地资源配置? 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ꎮ 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了宗族网络与农村土

地经营权流转(伍骏骞等ꎬ２０１６ꎻ贾晋等ꎬ２０１９ꎻ李朝柱等ꎬ２０２０)、村庄地权实施(仇童伟ꎬ
２０１８)的关系ꎮ 与本文最接近的文献中ꎬ伍骏骞等(２０１６)分析了宗族网络通过重构村庄权力

结构ꎬ形成农户集体行动ꎬ进而促进土地流转的作用机制ꎮ 贾晋等(２０１９)则比较了宗族网

络、村干部经商经历对土地有偿流转和无偿流转的影响ꎮ 李朝柱等(２０２０)从强关系宗族网

络与弱关系朋友网络的角度ꎬ分析发现宗族网络能显著促进土地流转及降低租金ꎮ 然而这

些研究只是在宗族网络与是否流转土地之间建立了联系ꎬ没有进一步关注宗族网络在土地

流转①的资源配置效应中发挥的作用ꎬ及其背后的逻辑关系ꎮ
基于此ꎬ本文尝试在理论研究层面ꎬ阐述宗族网络、流转对象选择以及土地配置之间的

联系ꎬ构建“有限信任－短半径交易－土地要素配置”的理论模型ꎮ 经验研究层面ꎬ基于浙江

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的调查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后ꎬ研究发现土地流转会提高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ꎬ但当宗族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ꎬ会缩短土地流转的交易半径ꎬ促使土地流转至

本村普通村民ꎬ降低村庄整体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从而削弱土地流转对资源配置的改善作

用ꎮ
本文的贡献在于ꎬ一是研究视角层面ꎬ探索性地将宗族网络与土地资源配置放在同一分

析框架ꎬ阐述宗族网络影响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机理ꎬ并从信任和社会互动的视角探讨了宗

族网络对土地流转方向的影响ꎬ及其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作用ꎮ 二是研究内容层面ꎬ将土地流

转的研究重点由关注流转是否发生ꎬ转移到关注流转方向是否有利于土地资源配置ꎬ从非正

式制度的角度拓展了土地非市场交易行为的分析框架ꎬ通过构建信任、交易半径与要素配置

的理论模型ꎬ并采用全国范围的调查数据ꎬ实证检验了宗族网络、土地流转对象选择以及土

地资源配置三者的关系ꎮ

二、理论分析

(一)宗族网络、信任效应与短半径交易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ꎬ中国传统宗族的大部分特征已经不存在ꎬ但身份认同及族内团结的

宗族文化内核依然对现代农村社会产生影响ꎮ 一方面ꎬ身份认同使得宗族成员相比外人ꎬ能
获得更高的认同度ꎻ另一方面ꎬ强调族内团结的宗族文化ꎬ使得个体效用与族群效用产生一

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用关联ꎬ表现为个体效用随族内成员效用水平增加而增加ꎬ形成歧视

性偏好(Ｈａｂｙａｒｉｍａｎａ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０７)ꎮ 在认同差异和歧视性偏好的作用下ꎬ基于血缘关系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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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于本文仅研究土地流出的作用ꎬ文中如无特别说明ꎬ土地流转仅指土地流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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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信任挤出了对于组织外陌生人的一般信任ꎬ造成短半径信任(陈斌开、陈思宇ꎬ２０１８)ꎮ 在

此情形下ꎬ个体与陌生人之间达成合作的“摩擦力”增大(洪名勇、钱龙ꎬ２０１４)ꎬ交易成本增

加ꎬ交易范围随之缩小ꎬ形成短半径交易(阮荣平、郑风田ꎬ２０１３)ꎬ影响经济绩效ꎮ
在宗族网络中ꎬ个体决策行为除受制于自身偏好外ꎬ还会受到自己与他人决策偏离度的

影响ꎬ以及社会规范的制约ꎮ 若个体违背了社会规范ꎬ与网络中其他人的行为不一致ꎬ就会

遭受社会负效用的惩罚(Ｍａｎｓｋｉꎬ２０００)ꎮ 传统宗族的社会规范作用ꎬ在于要求族群成员协同

一致生产ꎬ在此约束下ꎬ农民多将土地流转给宗族内成员ꎬ以保证族群组织的整体利益ꎮ 若

将土地流转给组织外的其他人ꎬ将会受到非资金形式的惩罚ꎮ 由此ꎬ宗族可能通过惩罚效应

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ꎮ
在现代市场机制的作用下ꎬ传统宗族是否仍然可能通过信任效应和惩罚效应对农户选

择土地流转对象的行为产生影响ꎬ并作用于土地流转的经济绩效? 对此问题ꎬ我们首先将信

任效应和惩罚效应代入孔祥智和徐珍源(２０１０)的模型ꎬ再在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０１７)的模型

中ꎬ引入土地流转的交易半径ꎮ
我们作出如下假设:
(１)若转入户(流转对象Ⅰ)与转出户属于同一宗族组织ꎬ则转出户对其信任程度为 Ｔ１ꎻ

不属于同一宗族组织(流转对象Ⅱ)ꎬ则信任程度为 Ｔ２ꎮ 根据短半径信任效应可知 １>Ｔ１>Ｔ２>
０①ꎮ

(２)若把土地流转向宗族组织外ꎬ将遭受罚金形式的惩罚 πＰꎮ
(３)转出户在第 ｉ 年重新收回土地的概率为 Ｐ ｉꎬ产生保障价值 Ｕꎮ 转出户对转入户越信

任ꎬ收回土地时产生纠纷的成本越低ꎬ净保障价值越高ꎮ 流转给对象Ⅰ时能获得的净保障价

值为 Ｔ１Ｕꎬ对象Ⅱ时为 Ｔ２Ｕꎮ
(４)流转给对象Ⅰ的土地年租金为 π１ꎻ对象Ⅱ的年租金为 π２ꎬ有 π１<π２ꎻ并且流转给对

象Ⅱ时ꎬ土地租金净收益为 π２－πＰꎮ
若转出户在第一年初决定将土地流转给对象Ⅰꎬ则在 Ｎ 年内其期望收益 Ｅ１ 为:

Ｅ１ ＝π１＋Ｐ２ＵＴ１＋(１－Ｐ２)π１＋＋ＰＮＵＴ１＋(１－ＰＮ)π１ ＝Ｎπ１＋(ＵＴ１－π１)∑
Ｎ

ｉ ＝ ２
Ｐ ｉ (１)

若转出户在第一年初将土地流转给对象Ⅱꎬ则在 Ｎ 年内其期望收益 Ｅ２ 为:
Ｅ２ ＝π２－πＰ＋Ｐ２ＵＴ２＋(１－Ｐ２)(π２－πＰ)＋＋ＰＮＵＴ２＋(１－ＰＮ)(π２－πＰ)

＝ Ｎ(π２－πＰ)＋(ＵＴ２－π２＋πＰ)∑
Ｎ

ｉ ＝ ２
Ｐ ｉ (２)

若 Ｅ１>Ｅ２ꎬ转出户会将土地流转给对象Ⅰꎬ此时:

Ｎπ１＋(ＵＴ１－π１)∑
Ｎ

ｉ ＝ ２
Ｐ ｉ>Ｎ(π２－πＰ)＋(ＵＴ２－π２＋πＰ)∑

Ｎ

ｉ ＝ ２
Ｐ ｉ (３)

(１)若 π１<(π２－πＰ)ꎬ要满足(３)式ꎬ则
∑
Ｎ

ｉ ＝ ２
Ｐ ｉ

Ｎ －∑
Ｎ

ｉ ＝ ２
Ｐ ｉ

>
π２－πＰ－π１
(Ｔ１－Ｔ２)Ｕ

ꎮ 当 Ｐ ｉ和 Ｕ 固定时ꎬπＰ 或

７４１

①假设土地净保障价值为保障价值的某一比例ꎬ该比例以信任程度表示ꎬ因此信任程度在 ０ 到 １ 之间

取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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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１－Ｔ２ 越大ꎬ右侧式子越小ꎬ不等式条件越容易达到ꎮ 此时ꎬ若农户收回土地的概率和土地保

障价值不变ꎬ宗族内部的惩罚效应越大ꎬ信任效应越大ꎬ则农户越容易将土地转移给宗族内

成员ꎮ
(２)若 π１>(π２－πＰ)且 ＵＴ１－ＵＴ２>(π１－π２＋πＰ)ꎬ则(３)式成立ꎮ 此时将土地流转给本宗

族成员相比宗族外成员能获得更高的租金ꎬ且从两者的土地保障价差中获取的收益比租金

价差收益更大时ꎬ转出户自然会选择宗族内成员作为土地流转对象ꎮ

(３) 若 π１ > ( π２ － πＰ ) 且 ＵＴ１ － ＵＴ２ < ( π１ － π２ ＋ πＰ )ꎬ ( ３ ) 式 成 立ꎬ则
∑
Ｎ

ｉ ＝ ２
Ｐ ｉ

Ｎ
<

π１ － π２ ＋ πＰ

ＵＴ２ － ＵＴ１ ＋ π１ － π２ ＋ πＰ
ꎮ 当 πＰ 或 Ｔ１－Ｔ２ 越大时ꎬ右侧式子越大ꎬ不等式条件越容易达

到ꎮ 意味着ꎬ将土地流转给本宗族成员相比宗族外成员能获得更高的租金ꎬ且从两者的土地

保障价差中获取的收益比租金价差收益要小时ꎬ宗族内部的惩罚效应越大ꎬ信任效应越大ꎬ
农户越容易将土地流转给宗族内成员ꎮ

综合以上分析ꎬ我们提出下面的假说:
Ｈ１:当控制住租金相对价格、收回土地的概率以及土地保障价值时ꎬ宗族组织的惩罚效

应越大ꎬ信任效应越大ꎬ则土地越容易流转向宗族组织内部ꎬ交易半径越短ꎮ
(二)宗族网络、短半径交易与土地要素配置效率

根据假说 １ꎬ虽然宗族网络促进了土地在宗族组织内的流转ꎬ但从全局来看ꎬ农户获得的

土地是否与其生产能力相匹配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ꎮ 只有土地流转至更有效使用的农

户ꎬ才能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 ( 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Ｙａｏꎬ１９９９)ꎬ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ꎮ 在

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等(２０１７)的模型中ꎬ我们引入土地流转的交易半径来证明短半径交易与土地要

素配置效率的关系ꎮ
假设在一个生产单一产品、土地资源总量为 Ｌꎬ资本总量为 Ｋꎬ有 Ｍ 个农户的农业经济

体中ꎬ农户 ｉ 以其异质性的农业生产能力 ｓｉ 生产农产品ꎮ 参照 Ｌｕｃａｓ(１９７８)ꎬ假设生产函数

为:
ｙｉ ＝(Ａａｓｉ) １

－γ( ｌαｉ ｋ１
－α

ｉ ) γ (４)
(４)式中:ｙ、ｌ、ｋ 分别表示实际产出、土地和资本投入ꎻＡａ 为共同生产率项ꎻγ<１ꎬ 表示农户层

面规模报酬递减ꎻ α 控制了土地在农业生产中的相对重要程度ꎮ 土地资源总量、资本总量、

社会总产出满足以下关系:∑
Ｍ

ｉ ＝ １
ｌｉ ＝ Ｌꎻ∑

Ｍ

ｉ ＝ １
ｋｉ ＝ Ｋꎻ∑

Ｍ

ｉ ＝ １
ｙｉ ＝ Ｙ ꎮ 要使社会总产出最大ꎬ则由一阶

条件有: ｌｅｉ ＝
ｓｉ
∑ｓｉ

Ｌꎬｋｅ
ｉ ＝

ｓｉ
∑ｓｉ

Ｋ ꎬ并可推知社会最优总产出为:

Ｙｅ ＝ＡｅＭ１－γ(ＬαＫ１－α) γ (５)

(５)式中: Ａｅ ＝ (Ａａｓ) １
－γꎬｓ ＝ (∑

Ｍ

ｉ ＝ １
ｓｉ) Ｍ ꎮ ｌｅｉ 、ｋｅ

ｉ 为有效配置时农户 ｉ 获得的土地和资本ꎬ可知

按照农户能力来配置要素的方式能使社会总产出最大ꎮ
从理论上讲ꎬ在竞争性市场中ꎬ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时ꎬ为实现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ꎬ

交易对象及空间半径应该是不受限制的ꎮ 而在现实村庄生活中ꎬ宗族会约束农户的经济行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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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ꎮ 有学者发现当宗族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ꎬ成为垄断型宗族结构时ꎬ会降低村民收入(王
宇锋ꎬ２０１０)ꎬ而且村庄内大姓与土地流转率呈现 Ｕ 型关系ꎬ只有当大姓比例达到一定规模

时ꎬ才会对土地流转率产生促进作用(伍骏骞等ꎬ２０１６)ꎮ 据此ꎬ我们推测可能宗族网络要发

展到一定程度ꎬ才会产生显著的信任效应和惩罚效应ꎬ缩小土地流转的交易半径ꎬ限制土地

资源向生产能力更高的经营主体流动ꎮ 即交易半径 ｒｄｉ 越短ꎬ土地不能按照生产能力配置的

程度 ｒａｔｉｏ ＝
ｌｉ
Ｌ

ｓｉ
∑ｓｉ

－ １
æ

è

çç

ö

ø

÷÷

２

越大ꎬ土地市场扭曲程度 τｌ
ｉ 越大ꎬ此时有:

∂ｒａｔｉｏｉ

∂ｒｄｉ
<０ꎬ

∂τｌ
ｉ

∂ｒａｔｉｏｉ
>０ꎮ

假设 τｋ
ｉ 为资本要素市场扭曲ꎬτｙ

ｉ 为产出扭曲ꎮ 农户 ｉ 面临的利润最大化问题为:
ｍａｘ
ｌｉꎬｋｉ
{πｉ ＝(１－τｙ

ｉ )ｙｉ－(１＋τｋ
ｉ ) ｒｋｉ－(１＋τｌ

ｉ)ｑｌｉ} (６)

(６)式中:ｒ 和 ｑ 分别为资本和土地的租赁价格ꎮ 将农户 ｉ 的收益生产率构造为:

ＴＦＰＲ ｉ ＝
ｙｉ

ｌαｉ ｋ１
－α

ｉ

＝Ｔ 
(１＋τｌ

ｉ) α (１＋τｋ
ｉ ) １

－α

(１－τｙ
ｉ )

(７)

(７)式中:Ｔ ＝ ｑ
αγ

æ

è
ç

ö

ø
÷

α ｒ
(１－α)γ

æ

è
ç

ö

ø
÷

１－α

为共同项ꎮ 可推知:

Ｙ＝ＴＦＰＭ１－γ(ＬαＫ１－α) γ (８)

(８)式中: ＴＦＰ ＝
Ａａ

Ｍ
æ

è
ç

ö

ø
÷

１－γ

∑
Ｍ

ｉ ＝ １
ｓ１－γｉ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æ

è
ç

ö

ø
÷

γ

为社会总生产率ꎬ与收益生产率 ＴＦＰＲ的离散程度

有关ꎮ ＴＦＰＲ 表示社会平均收益生产率ꎬＴＦＰＲ ＝
Ｔ ｙｉ

ｙｉ(１ － τｙ
ｉ )

ｌｉ(１ ＋ τｌ
ｉ)

Ｌ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α ｙｉ(１ － τｙ
ｉ )

ｋｉ(１ ＋ τｋ
ｉ )
Ｋ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１－α ꎮ

此外ꎬ定义资源错配的程度为实际总产出与最优总产出之间的差距:Ｙｇａｐ ＝ Ｙ
ｅ

Ｙ
ꎬ由(５)式

和(８)式可知:

Ｙｅ

Ｙ
＝ Ａｅ

ＴＦＰ
＝
∑
Ｍ

ｉ ＝ １
ｓｉ( )

１－γ

∑
Ｍ

ｉ ＝ １
ｓ１－γｉ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æ

è
ç

ö

ø
÷

γ
(９)

(９)式中: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

１－τｙ
ｉ

１＋τｌ
ｉ

æ

è
ç

ö

ø
÷

α １－τｙ
ｉ

１＋τｋ
ｉ

æ

è
ç

ö

ø
÷

１－α

ｙｉ

ｑ
αγ

Ｌæ

è
ç

ö

ø
÷

α

 ｒ
(１－α)γ

Ｋæ

è
ç

ö

ø
÷

１－αꎮ 当 ｓｉ 不变时ꎬ有 ∂Ｙｇａｐ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０ꎬ除土地外各扭曲系

数以及 ｙｉ 不变ꎬ有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τｌ
ｉ

<０ꎮ

以 ｒｄｉ 对 Ｙｇａｐ求导ꎬ根据链式法则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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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ｇａｐ

∂ｒｄｉ
＝ ∂Ｙ

ｇａｐ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ＴＦＰＲ
ＴＦＰＲ ｉ

∂τｌ
ｉ


∂τｌ

ｉ

∂ｒａｔｉｏｉ

∂ｒａｔｉｏｉ

∂ｒｄｉ
(１０)

进一步地ꎬ由
∂τｌ

ｉ

∂ｒａｔｉｏｉ
>０以及

∂ｒａｔｉｏｉ

∂ｒｄｉ
<０ꎬ可知ꎬ∂Ｙ

ｇａｐ

∂ｒｄｉ
<０ꎮ

由此ꎬ我们提出理论假说:
Ｈ２:当宗族网络发展到一定程度时ꎬ会显著缩小土地流转的交易半径ꎬ加重土地配置与

生产能力配置的不平衡程度ꎬ拉大社会实际总产出与最优总产出的差距ꎬ降低土地流转的要

素配置效率ꎮ 即宗族网络可能与土地流转的要素配置效率呈倒 Ｕ型关系ꎮ

三、数据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使用浙江大学 “中国家庭大数据库”①(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简称 ＣＦＤ)ꎮ 该

调查根据一定的抽样方式ꎬ对全国除西藏、新疆外的 ２９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进行了抽样调

查ꎬ在全国层面具有一定代表性ꎮ
本文对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的社区数据与 ２０１５ 年的家庭数据进行匹配ꎬ原因在于:虽然中

国家庭大数据库 ２０１３年对村庄前三大姓的户数进行了调查ꎬ但该年数据中土地流转给本村

的样本数过少ꎬ而只有 ２０１５年细化了流转对象的分类ꎮ 此外ꎬ使用 ２０１３ 年的大姓户数占比

作为 ２０１５年样本村庄的宗族代理变量ꎬ可以降低模型的内生性ꎮ 因此ꎬ将 ２０１３ 年与 ２０１５
年数据匹配ꎬ能够为本文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撑ꎮ

数据处理中ꎬ我们剔除了 ２０１５年非追访户样本ꎬ删除了宗族以及其他关键指标在逻辑

上有问题的样本ꎬ保留村委会样本后ꎬ剩余 ６ ８１４ 户ꎬ３７４ 个村庄ꎬ其中有 ７９２ 户将土地流转

出去ꎬ７５３户详细报告了土地流出面积和收入ꎮ 在村庄数据中ꎬ还存在部分关键变量缺失严

重的问题ꎮ 对此ꎬ我们采取以下方法补足ꎬ一是采用问卷中插值法的数据来替代变量缺失

值ꎬ包括农户耕地面积、农户粮食作物产量、经济作物产量、农业生产的牲畜价值、农业机械

价值ꎻ二是使用样本农户的土地流出均价代替村庄平均土地流出价格缺失的样本ꎮ
(二)变量说明

村庄土地流转变量ꎬ反映村庄流转土地的情况ꎬ采用是否有土地流转以及流转的程度来衡

量ꎮ 土地流转程度使用村庄中农户未自己耕种土地面积在村庄总土地面积中所占比重、流转

出土地的农户数在总农户数中所占比重、流转出土地面积在村庄总土地面积中所占比重以及

平均每户流转出的土地面积来衡量ꎮ
土地转出对象变量ꎮ 由于该数据没有按照亲缘关系来详细划分土地转出对象ꎬ作为替代

性处理ꎬ本文将土地转出对象与转出户的亲缘关系由近及远划分为本村普通村民、本村大户及

０５１

①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浙江大学“中国家庭大数据库”(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ａｍｉｌｙ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ꎬＣＦＤ)、西南财经大

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ＣＨＦＳ)以及“中

国社区治理调查”(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ꎬ ＣＣＧＳ)ꎮ 这三种调查数据统一包含在浙江大学“中

国家庭大数据库”的数据中ꎮ



　 ２０２１年第 ３期

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外村普通村民、外村大户及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①ꎬ并赋值为 １到 ４ꎮ
同时ꎬ村庄层面以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的面积占比和户数占比来反映土地转出对象的特征ꎮ

宗族变量ꎮ 定义一个宗族网络应同时测度其规模和强度(郭云南等ꎬ２０１２)ꎮ 宗族是由

同一姓氏祖先组建成的亲缘共同体ꎬ大姓占比越高ꎬ宗族网络规模越大ꎮ 同时祠堂是历史上

处理宗族事务的场所ꎬ族谱则是记录家族关系的重要传承物ꎬ两者共同构成宗族组织的表

征ꎮ 因此ꎬ现有研究较常采用姓氏比例来衡量宗族的规模(王丹利、陆铭ꎬ２０２０ꎻ陈斌开、陈思

宇ꎬ２０１８ꎻ仇童伟ꎬ２０１８)ꎬ而采用族谱和宗祠来反映宗族网络强度(郭云南等ꎬ２０１２ꎻ张川川、
马光荣ꎬ２０１７ꎻ潘越等ꎬ２０１９)ꎮ 由于数据库中缺乏族谱和宗祠数据ꎬ参照王宇锋(２０１０)的做

法ꎬ我们采用姓氏集中度来反映宗族力量的强弱ꎮ 当第一大姓占比大于等于 ３０％ꎬ且大于第

二大姓两倍时ꎬ此类村庄为宗族组织垄断型ꎻ而当第一大姓占比小于 ３０％时ꎬ此类村庄为宗

族组织均匀型ꎻ其余属于宗族组织寡头型村庄ꎮ 我们还采用前两大姓氏人口比例之差以及

姓氏多样化指数来反映村庄内部姓氏结构的集中度ꎮ 姓氏多样化指数是借鉴产业组织理论

中的赫芬达尔指数来构建ꎬ １ － ＨＨＩ ＝ １ －∑
ｉ
Ａ２ｉ( ) ꎬ其中 Ａｉ为村庄中第 ｉ 个姓氏宗族的人口

比例ꎬＨＨＩ 为赫芬达尔指数ꎮ
土地资源配置变量ꎮ 微观层面衡量资源错配的方法ꎬ其一是企业间收益生产率(ＴＦＰＲ)

的偏离程度ꎬ代表性研究是 Ｈｓｉｅｈ 和 Ｋｌｅｎｏｗ(２００９)ꎻ其二是要素边际产出价值的偏离程度ꎬ
典型研究是龚关和胡关亮(２０１３)ꎮ 农业经济领域中ꎬ也较常用这两种方法(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７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盖庆恩等ꎬ２０１７)ꎮ 而宏观层面则较常用错配条件下要素投入占比

除以有效配置条件下以产出贡献来衡量的理论投入占比(史常亮等ꎬ２０２０)ꎮ 本文主要关注

农户层面的要素配置ꎬ因此采用村庄中农户间土地边际产出的偏离程度来反映土地资源错

配的程度ꎮ 采用方差来衡量土地边际产出的偏离程度ꎬ计算公式为:

ｖａｒ(ｌｎＭＰＬ) ＝
∑(ｌｎＭＰＬｉｖ － ｌｎ ＭＰＬｖ) ２

ｎ － １
(１１)

(１１)式中:ＭＰＬｉｖ ＝
βｙｉｖ

ｌｉｖ
ꎬ ＭＰＬｖ ＝

β ｙｖ

ｌｖ
ꎬＭＰＬｉｖ为村庄 ｖ 农户 ｉ 的土地边际产出ꎬｙｉｖ为村庄 ｖ 农户 ｉ

的劳均产出ꎬｌｉｖ为村庄 ｖ 农户 ｉ 的土地面积ꎬＭＰＬｖ为村庄 ｖ 平均土地边际产出ꎬｙｖ为村庄 ｖ 种

植业的平均产出(以劳均产出表示)②ꎬｌｖ为村庄 ｖ 平均土地数量ꎬｎ 为村庄总户数ꎮ
遵照现有文献(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盖庆恩等ꎬ２０１７)做法ꎬ我们采用增

加值来估计要素产出弹性ꎮ 假设农户的种植业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ｙｉ ＝ ｓｉｋα

ｉ ｌβｉ (１２)③
(１２)式中:ｙｉ 为农户 ｉ 的劳均种植业增加值(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ꎬ用农户的年种植业

产出减去中间产品后除以年劳动量所得ꎬ中间产品包括种子、农药、化肥、农膜ꎻｋｉ 为农户 ｉ
的劳均资本存量ꎬ参考 Ｃｈｅｎ 等(２０１７)的做法ꎬ将家庭中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牲畜、农业机

１５１

①

②

③

徐章星等(２０２０)也采用相似方法ꎬ将本村普通农户定义为熟人ꎬ将非本村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家庭农

场等定义为非熟人ꎮ
用增加值计算产出弹性时ꎬ(１１)式中 ｙｉｖ和ｙｖ为增加值ꎬ而用总产值估计时ꎬｙｉｖ和ｙｖ为总产值ꎮ

用总产值计算产出弹性时ꎬ(１２)式应为 ｙｉ ＝ ｓｉｋαｉ ｌβｉ ｍγ
ｉ ꎬ其中 ｙｉ 为农户 ｉ 的劳均总产值ꎬｍｉ 为劳均中间

投入ꎮ 相应的ꎬ(１３)式也应该为:ｌｎｙｉ ＝ ｌｎｓｉ＋αｌｎｋｉ＋βｌｎｌｉ＋γｌｎｍ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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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小型农机具作为农户的资本ꎻｌｉ 为农户 ｉ 的劳均拥有土地面积ꎻｓｉ 为农业生产率ꎻ同时以

家庭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或者家庭每年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时间作为劳动量(假设每个月

农业生产时间为 ２０天乘以 ８小时)ꎮ 对(１２)式两边取对数ꎬ可得:
ｌｎｙｉ ＝ ｌｎｓｉ＋αｌｎｋｉ＋βｌｎｌｉ (１３)

对(１３)式进行回归ꎬ可估计出各个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ꎮ
具体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ꎮ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Ｐａｎｅｌ Ａ:农户层面

变量名称 标准差 最小值 平均数 最大值 样本数
流转对象分类 １.１４４ １ １.６６３ ４ ７８６
户主年龄 １２.６３３ １８ ５５.７０９ ９６ ６ ８０９
户主受教育程度(年) ０.９８７ １ ２.４７６ ７ ６ ８０６
土地价值(千元) ２３６.６０６ ０ ８５.２８２ ５０００ ３ ４２６
家庭年总收入(千元) ２２０.６２５ －６１２.２ ３８.２８４ １７０３６.５ ６ ８０９
土地流出价格(千元) １.７７４ ０ ０.４７１ ２７.７７８ ７５３

Ｐａｎｅｌ Ｂ:村庄层面

变量名称 标准差 最小值 平均数 最大值 样本数
土地边际产出(对数)方差 １.３９３ ０ ０.８４０ １６.６５６ ３７４
是否有土地流转 ０.４８８ ０ ０.６１３ １ ３３３
未自己耕种土地面积占比 ０.３０８ ０ ０.２３０ ０.９９９ ３３１
流出土地面积占比 ０.１５３ ０ ０.１０６ ０.９４２ ３６７
流出土地户数占比 ０.１３３ ０ ０.１１７ ０.８２４ ３７４
户均流出面积(亩 /户) ７.３３１ ０ ５.４４９ ７７.５５４ ２６２
第一大姓占比 ０.２９２ ０ ０.３０９ １ ３７４
前三大姓占比 ０.３３３ ０ ０.４１６ １ ３７４
垄断程度 ０.９１０ １ １.７２３ ３ ３６８
前两大姓占比之差 ０.３０２ ０ ０.２３１ １ ３７４
宗族多样性(姓氏多样化指数) ０.２６６ ０ ０.７９９ １ ３７４
土地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占比 ０.３５５ ０ ０.７６９ １ ２６２
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土地面积占比 ０.２７９ ０ ０.８４９ １ ２２７
村庄流出土地价格(千元 /亩) ０.４７９ ０ ０.３２５ ５ ３０７
村庄耕地面积(对数) １.１０１ ３.５５５ ７.４８８ １０.０５８ ３２４
外出务工占比① ０.２０７ ０ ０.２２６ ２.２０２ ３５８
村庄人均年收入(千元) ８.５２８ ０.３ ７.０３４ １２０ ３６６
６０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０.０９３ ０ ０.１９７ ０.５２９ ３５４
大专及以上人数占比 ０.０７１ ０ ０.０５２ ０.７７７ ３５９
到县城距离(公里) ６５.５７４ ０ ７８.１６２ ４００ ３６８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宗族网络、土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

１.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发达的土地流转市场中ꎬ一方面ꎬ土地边际产出较低的农户会将土地流转给边际产出

较高的农户ꎬ由于边际报酬递减ꎬ农户间边际产出趋于均等ꎬ产生边际产出拉平效应ꎮ 另一

方面ꎬ随着土地交易性能的提高ꎬ土地投资价值增加ꎬ激励农户对土地进行投资ꎬ产生交易收

２５１

①外出务工占比采用村庄外出务工人数除以户籍人口数来计算ꎬ问卷中并未严格区分外出务工人员的

户籍身份ꎬ因此该数值可能大于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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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效应(Ｃａ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Ｙａｏꎬ１９９９)ꎮ 此外ꎬ土地的自由流转也使得要素在不同比较优势的经营主

体间重新配置ꎬ有利于实现专业化分工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陈志刚等ꎬ２００７)ꎮ 在这三种效

应的作用下ꎬ土地流转会改善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我们在基准回归模型中使用最小二乘法ꎬ来检验村庄土地流转的情况对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ꎮ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遵照第三部分中的计算方式ꎬ采用土地边际

产出方差来衡量ꎬ在计算生产函数时ꎬ使用农业产出增加值和年劳动时间的产出要素组合

(简称方法 １)ꎮ 村庄土地流转情况如第三部分所述ꎮ 此外ꎬ农户生产能力越高ꎬ土地资源禀

赋越高ꎬ农业发展越好的地区ꎬ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越高ꎬ而且考虑到东、中、西部地区在经
济社会发展、农业技术采纳等方面的差异也可能影响土地资源配置ꎬ因此我们在回归时对这

些方面的变量进行了控制ꎮ 具体回归模型如(１４)式ꎮ
ｖａｒ(ｌｎＭＰＬ) ｖ ＝β０＋β１ ｔｒａｎｓｖ＋β２ｘｖ＋μｖ (１４)

(１４)式中:ｖａｒ(ｌｎＭＰＬ) ｖ 为村庄土地边际产出方差ꎻｔｒａｎｓｖ 为村庄土地流转情况ꎻｘｖ 为控制变
量ꎻ μｖ 为随机扰动项ꎮ

删除了土地边际产出方差存在异常(方差为 ０)的样本后ꎬ基础回归结果如表 ２ 所示①ꎮ
可以看出有土地流转的村庄比没有土地流转的村庄ꎬ土地边际产出方差相对更小ꎬ但是此作用

并不显著ꎮ 而土地流出程度的增加ꎬ将显著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ꎮ 其中ꎬ未自己耕种的土地

面积越多ꎬ土地流出的面积越多的村庄ꎬ土地边际产出方差显著越小ꎬ资源配置效率越高ꎮ

　 　 表 ２ 　 　 土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土地是否流转
－０.３７７
(－１.４６)

未自己耕种土地面积占比 －０.４２８∗∗
(－２.０４)

流出土地户数占比
－０.６６５
(－１.６１)

流出土地面积占比 －０.５４４∗
(－１.７２)

户均流出面积
－０.００４
(－０.３０)

外出务工占比
－０.２１０
(－０.５３)

－０.１７９
(－０.４６)

－０.２２８
(－０.５７)

－０.２２１
(－０.５５)

－０.２１２
(－０.４４)

村庄人均年收入 ０.００３
(－０.４４)

０.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０２
(－０.３２)

６０岁及以上老人占比 １.０４８
(－０.９３)

０.９４０
(－０.８５)

０.９３８
(－０.８４)

０.９１６
(－０.８２)

０.９９６
(－０.７)

村庄耕地面积(对数) ０.１６１
(－１.６５)

０.１４５
(－１.６４)

０.１３７
(－１.５９)

０.１３６
(－１.５８)

０.２５２∗
(－１.７９)

大专及以上人数占比 －１.４３７∗∗
(－２.０２)

－１.６３５∗∗
(－２.３９)

－１.５５５∗∗
(－２.２５)

－１.５４７∗∗
(－２.２２)

－１.６１５∗∗
(－２.０４)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８３ ２０５
Ｒ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５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３
　 　 注:括号内为 ｚ / ｔ 值ꎮ ∗∗∗、∗∗、∗分别表示 １％、５％、１０％显著性水平ꎮ 下同ꎮ

２.宗族网络对土地流转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

在我国传统农村社会中ꎬ宗族作为主要的农村群体组织形式ꎬ通过设立族规、管理族田、

３５１
①本文所有回归模型均采用稳健标准误计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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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义学、配置族产等方式ꎬ对传统乡村社会中的资源进行配置ꎮ 而在现代社会中ꎬ此种依

附血缘关系进行资源配置的方式ꎬ是否留存了下来ꎬ并影响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效果? 对

此ꎬ仇童伟(２０１８)、王丹利和陆铭(２０２０)在其研究中都发现传统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遗留

了下来ꎬ并对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依然产生影响ꎮ 结合第二部分的理论分析ꎬ我们采用加入

平方项的调节效应模型来验证三者关系ꎬ回归模型如(１５)式ꎮ
ｖａｒ(ｌｎＭＰＬ)ｖ ＝α０＋α１ｃｌａｎｖｔｒａｎｓｄｖ＋α２ｃｌａｎ２ｖｔｒａｎｓｄｖ＋α３ｃｌａｎ２ｖ＋α４ｔｒａｎｓｄｖ＋α５ｃｌａｎｖ＋α６ｘｖ＋εｖ

(１５)
(１５)式中:ｔｒａｎｓｄｖ 为土地流转程度ꎬ选取未自耕面积占比来衡量ꎻｃｌａｎｖ 为宗族变量ꎻｘｖ 采用

与(１４)式中相同的控制变量ꎻεｖ 为随机扰动项ꎮ 对土地边际产出方差进行 ０.５％右截尾以及

主要变量去中心化后ꎬ回归结果如表 ３所示ꎮ

　 　 表 ３ 　 　 宗族网络的调节作用①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第一大姓占比×未自耕面积占比 －３.７５５∗∗∗
(－２.８０)

第一大姓占比平方×未自耕面积
占比

３.１２９∗∗
(２.３８)

未自耕面积占比
－０.１２４
(－０.９５)

前三大姓占比×未自耕面积占比 －３.１９５∗∗
(－２.３７)

前三大姓占比平方×未自耕面积
占比

２.３９４∗
(１.８２)

未自耕面积占比
－０.１４２
(－１.１)

前两大姓占比之差×未自耕面积
占比

－３.４５１∗∗∗
(－２.７０)

前两大姓占比之差平方×未自耕
面积占比

３.０６１∗∗
(２.４０)

未自耕面积占比
－０.１０７
(－０.８)

宗族多样性×未自耕面积占比 －３.９１５∗∗
(－２.５６)

宗族多样性平方×未自耕面积占
比

４.０７１∗∗∗
(２.８４)

未自耕面积占比
－０.１２６
(－０.９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２７７
Ｒ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７
　 　 注:篇幅限制ꎬ表中并未列出控制变量回归结果ꎬ下同ꎮ

第(１)至(４)列为采用方法 １ 求土地边际产出方差后的回归结果ꎬ可以看出ꎬ一次交互

项(宗族变量×未自耕面积占比)与土地流转项(未自耕面积占比)的系数符号相同ꎬ而二次

交互项(宗族变量的平方×未自耕面积占比)与土地流转项(未自耕面积占比)的系数符号相

反ꎬ且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ꎬ说明较小的宗族网络或者说宗族力量较弱时ꎬ能够强化土

４５１

①反映宗族组织垄断程度的变量为分组变量ꎬ使用此种变量做调节变量时ꎬ需要做分样本回归ꎬ而我们

的样本量较小ꎬ会影响分样本回归结果ꎬ因此并未给出宗族垄断程度的调节效应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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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的良性资源配置效应ꎬ而宗族网络(宗族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后ꎬ开始弱化土地流转

对资源配置的改善效应ꎬ即宗族网络对于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的调节作用呈现倒 Ｕ 型曲

线特征ꎮ 我们还换用流出土地面积占比衡量土地流出程度ꎬ发现此结果依然稳健①ꎮ
(二)宗族影响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的机制

１.宗族与土地流转对象选择

宗族何以改变土地流转的资源配置效率?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宗族影响了农户的土地流

转决策ꎬ使其按照亲缘关系选择流转对象ꎬ引致土地流转短半径交易ꎬ使得土地不能按照市

场自由交易的原则进行流转ꎬ从而降低了土地使用数量与其使用者能力相匹配的程度ꎮ
我们首先从农户层面对此进行验证ꎮ 采用多项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归ꎬ同时根据理论假说

１ꎬ土地流转价格、土地价值以及农户收回土地的概率等因素都能够影响土地流转对象的选

择ꎬ因此参考孔祥智和徐珍源(２０１０)、伍骏骞等(２０１６)的做法ꎬ从农户和村庄层面控制了户

主受教育程度、土地流出价格、户主年龄、家庭年总收入、外出务工占比、村庄人均年收入、到
县城距离等因素ꎮ 在控制了地区差异后ꎬ模型估计结果见表 ４ꎮ

可以看出ꎬ在宗族网络规模大(宗族力量强)的村庄中ꎬ相对于本村普通村民ꎬ农户选择

本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率更小ꎬ选择外村普通村民和外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概率也

受到抑制②ꎮ 边际效应结果显示ꎬ当宗族网络规模每增加一个单位时ꎬ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

民的概率增加 １８％~２５％ꎮ 而当宗族力量每增加一个单位时ꎬ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的概率

至少增加 １０％ꎮ③ 本村普通村民相较其他几类流转对象ꎬ与农户亲缘关系更近ꎬ因此我们初

步推断宗族网络使得农户更倾向于依据亲缘关系来配置土地资源ꎮ 换用二值选择模型时ꎬ
回归结果依然稳健④ꎮ

　 　 表 ４ 　 　 宗族网络对土地流出对象选择的影响:农户层面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本村普通农户(对照组)ｖｓ本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第一大姓占比 －３.９８９∗∗∗
(－２.５７)

前三大姓占比 －２.３６９∗∗
(－２.４９)

垄断程度 －１.３３０∗∗∗
(－２.８４)

前两大姓占比之差 －４.４９４∗
(－１.９１)

宗族多样性 ５.９０１∗∗
(２.１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４１１ ４１１ ３９７ ４１１ ４１１
伪 Ｒ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９ ０.０９２ ０.０９７ ０.１０２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结果备索ꎮ
结果备索ꎮ
由于多项 Ｌｏｇｉｔ回归所得到的系数是以胜算比对数来表示的相对变化ꎬ其经济学解释不够直观ꎬ因此

我们通过在 ｓｔａｔａ中执行 ｍａｒｇｉｎｓ命令ꎬ来得出宗族变量变动一个单位时对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的概率的

影响ꎬ以更好地解释两者关系ꎮ
结果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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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ꎬ从村级层面来探讨宗族网络对土地流转对象的影响ꎮ 我们将流向本村普通村民

的土地面积和户数汇总到村级ꎬ计算出此种土地流向在村庄总流转中所占比重ꎬ以反映村庄

土地流转对象的情况ꎮ 我们还剔除了流向本村普通村民面积和户数占比为 ０ 的样本ꎮ 考虑

到非农就业情况、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平均土地价值、耕地资源禀赋对土地流转对象可

能产生影响ꎬ我们控制了外出务工占比、村庄人均年收入、６０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村庄平均土

地转出价格、村庄耕地面积ꎮ 估计结果如表 ５所示ꎮ

　 　 表 ５ 　 　 宗族网络对土地流出对象选择的影响:村级层面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因变量: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土地面积占比 因变量: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占比

第一大姓占
比

０.１２３∗
(１.８９)

０.１２９∗∗
(２.１２)

前三大姓占
比

０.１３１∗∗
(２.３７)

０.１２５∗∗
(２.４１)

垄断程度 ０.０３２
(１.４８)

０.０３５∗
(１.８３)

前两大姓占
比之差

０.０８０
(１.３４)

０.０９３∗
(１.６６)

宗族多样性 －０.１１２∗
(－１.６８)

－０.１３０∗∗
(－２.０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２１２ ２１２ ２１２ ２１２ ２０８ １９８ １９８ １９５ １９８ １９８
Ｒ２ ０.０７８ ０.０８６ ０.０７２ ０.０７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４ ０.１０７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６ ０.０９６

表 ５显示ꎬ宗族网络规模至少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增加了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土

地面积和户数ꎮ 而反映宗族力量的变量中ꎬ垄断程度和前两大姓占比之差对于流转面积的

影响不显著ꎬ宗族多样性对于流转面积和户数的影响均显著为负①ꎮ 从表 ４、表 ５ 的估计结

果中可以看出ꎬ宗族网络规模和宗族力量的增长能促使土地流转到本村普通村民ꎬ强化基于血

缘关系的土地配置模式ꎬ也限制土地流转交易范围ꎬ缩小土地流转交易半径ꎬ从而证实了本文

的理论假说 １ꎮ
２.土地流转对象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宗族影响了农户的土地流转对象选择决策ꎬ改变了土地流转方向ꎬ那么这种流向是否会

影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根据理论假说 ２ꎬ我们认为当土地流向显著阻碍了土地向高生产能

力经营者流动时ꎬ土地流转会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ꎮ 对此ꎬ我们从村级层面来验证ꎬ在控

制村庄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特征、农户能力分布以及土地禀赋等方面的特征后ꎬ回归结

果见表 ６ꎮ
表 ６显示ꎬ当土地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时ꎬ流转的户数越多ꎬ越会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产生负作用ꎮ 由此ꎬ我们认为土地流转方向比土地是否流转ꎬ更应该受到关注ꎮ 当土地流向

６５１

①我们还考察了不同村庄结构对于土地流向的异质性影响ꎮ 发现只有将姓氏差异足够高的村庄归类

为垄断型村庄时(前两大姓占比之差在 ０.８以上或者宗族多样性在 ０.３以下时)ꎬ此类村庄才能显著增加土

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ꎮ 这也说明了在宗族力量较强的村庄中ꎬ宗族对于土地流向的促进作用更显

著ꎮ 篇幅限制ꎬ未列出具体回归结果ꎬ结果备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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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阻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时ꎬ土地流转得越多ꎬ资源配置效率越低ꎮ 此外ꎬ我们发现只有土

地流转给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增加ꎬ才会损害资源配置效率ꎮ 究其原因ꎬ可能是本村普通村

民获得流转土地的户数增加ꎬ扩大了在耕农户的范围ꎬ相当于将土地分散配置到了更多不同

生产能力的农户手中ꎬ其中不乏低生产能力的农户(何欣等ꎬ２０１６)ꎬ从而降低了土地资源配

置效率ꎮ

　 　 表 ６ 　 　 土地流出对象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变量
方法 １ 方法 ２ 方法 ３ 方法 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流转至本村普通村
民面积占比

－０.００５
(－０.０１)

０.３３８
(１.１７)

０.０８４
(０.４２)

０.１０４
(０.５７)

流转至本村普通村
民户数占比

０.２６３
(１.３０)

０.４３４∗∗

(２.４４)
０.２４７∗∗

(２.３２)
０.２２１∗∗

(２.２７)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１７５ ２０３ １７６ ２０２ １９４ ２２３ １９４ ２２３
Ｒ２ ０.０５６ ０.０５８ ０.０５４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３４

综合表 ２至表 ６的回归结果ꎬ土地流转改善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然而宗族网络并未对

这种土地流转的良性资源配置效应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ꎬ相反当宗族网络规模发展到一定

程度时ꎬ会显著减弱这种配置效应的发挥ꎮ 其作用机制在于宗族网络影响了土地流转对象

选择决策ꎬ限制了土地流转交易范围ꎬ导致土地资源不能流转到生产能力强的经营主体ꎬ从
而显著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ꎮ

(三)稳健性检验

１.替换主要变量

为了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ꎬ我们使用不同的生产要素组合来估计要素的产出弹性ꎬ并
进一步计算出土地边际产出方差ꎮ 具体来说ꎬ我们使用了增加值和年劳动人数的产出要素

组合(简称方法 ２)来估计要素的产出弹性及其对应的土地边际产出方差ꎮ 另外考虑到ꎬ虽
然现有文献(Ａｄａｍｏｐｏｕｌｏｓ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７ꎻ盖庆恩等ꎬ２０１７)较常采用增加值估

算生产函数ꎬ但可能存在增加值偏差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ꎬ因此ꎬ我们在前述方法 １ 和方法 ２
的基础上ꎬ使用生产总值代替农业产出增加值来进行生产率估计(称为方法 ３ 和方法 ４)ꎬ以
考察回归结果对这一偏差的敏感性ꎮ 我们使用方法 ２—方法 ４ 复制了表 ２、表 ３ 的回归过

程②ꎬ并使用同样方法对表 ６第(１)、(２)列的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ꎬ发现回归结果依然稳

健ꎮ
２.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问题主要来源于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ꎮ

７５１

①

②

增加值偏差是指增加值作为产出变量估计生产函数时ꎬ由于忽略了中间投入份额变化对生产函数估

计的影响而造成的偏差(Ｇａｎｄｈｉ ｅｔ ａｌ.ꎬ２０１１ꎻ朱沛华、陈林ꎬ２０２０)
结果备索ꎮ



洪名勇　 杨雪娇　 徐琰超:宗族网络与土地流转资源配置效应

(１)遗漏变量问题

尽管我们在农户层面和村庄层面已经控制了同时影响宗族和土地流转对象选择的诸多

因素ꎬ但是本文反映宗族网络规模的变量为大姓占比ꎬ此变量与村庄的人口特征相关ꎮ 而人

口特征可能由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决定ꎬ同时经济社会发展也会影响土地流转对象的选择ꎮ
因此ꎬ仍然存在遗漏变量问题ꎮ

其一ꎬ首先可能忽略的经济社会问题是人口流动ꎬ在人口流动越频繁的地区ꎬ姓氏数量

越多ꎬ宗族力量越弱ꎬ同时人口流动频繁的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展较快ꎬ为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ꎬ土地流转对象更加多样化ꎮ 因此ꎬ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外来

流动人口比例①ꎮ 其次ꎬ我们控制了水稻种植适宜性ꎮ 水稻属于灌溉密集型的农作物ꎬ需要

小型的社会群体共同修建灌溉设施ꎬ以及村民邻里之间的协调互助来进行劳作ꎬ这样的生产

方式有助于村民或姓氏成员间形成短半径协作的信任网络(丁从明等ꎬ２０１８)ꎮ 考虑到适宜

种植水稻的地区ꎬ更有可能形成宗族文化(潘越等ꎬ２０１９)ꎬ同时此类地区也容易形成短半径

信任网络ꎬ影响农户土地流转决策ꎬ因此ꎬ我们将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水稻适种指数②加入控

制变量ꎮ 再次ꎬ历史上商贸往来较多的地区ꎬ人们对于新型生产方式的接纳度更高ꎬ更有可

能将土地流转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同时较高的人员流动性也使得此类地区的姓氏分布更

为分散ꎮ 参照 Ｚｈａｎｇ(２０２０)的做法ꎬ采用地级市在近代(１８４３—１９３０ 年)是否为商埠③ꎬ来反

映其初始经济社会环境特征ꎮ 在表 ４ 和表 ５ 回归的基础上控制这三类变量后ꎬ发现主要变

量的显著性变化较小ꎬ只是宗族多样性变量的影响变得微弱显著ꎬ说明在考虑主要遗漏变量

后ꎬ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见表 ７ Ｐａｎｅｌ Ａ)ꎮ
其二ꎬ历史上的习俗文化因素也可能同时影响宗族文化和土地流转ꎬ我们进一步使用工

具变量法来解决ꎮ 既有研究认为ꎬ唐代以前世家大族多处在北方政治中心附近ꎬ随着两宋时

期政权变动以及人口南徙ꎬ世家大族与政治中心脱离ꎬ削弱了北方的宗族势力ꎬ扭转了宗族

势力南北分布格局ꎮ 因此ꎬ我国宗族文化地域分布特征可能与世家大族迁徙有关ꎮ 中国古

代最近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发生在宋代ꎬ而宋代以后的战争移民多以分散迁移为主ꎬ并未

改变宗族势力的分布特征ꎮ 由此可推测ꎬ我国的宗族文化分布与宋代时各地战争发生频率

有关ꎮ 而战争发生频率具有一定外生性ꎬ并不直接影响我国农村的土地流转方式ꎮ 现有文

献(张川川、马光荣ꎬ２０１７ꎻ王丹利、陆铭ꎬ２０２０)也较常采用宋代时发生民族战争的次数作为

工具变量ꎮ 鉴于此ꎬ我们手工整理了宋元之际(１１２５—１２７９ 年)各个地级市发生战争的次

数④ꎬ作为宗族文化的工具变量ꎮ
考虑到一个地区总体的宗族网络状况与村庄宗族网络有关ꎬ而不直接影响村庄中农户

的土地流转行为ꎬ参照郑晓冬等(２０１９)的做法ꎬ我们采用地级市的大姓村庄比例作为村庄宗

族的工具变量ꎮ 使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后ꎬ结果如表 ７ Ｐａｎｅｌ Ｂ 所示ꎮ 从一阶段回归结

８５１

①

②

③
④

篇幅限制ꎬ在此仅汇报第一大姓占比、前三大姓占比(代表大姓规模)和宗族多样性(代表姓氏集中

度)的回归结果ꎬ村级层面也仅以流向本村普通村民户数占比作为因变量ꎬ其他指标回归结果备索ꎮ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ｇｒ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Ｚｏｎｅｓ: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ａｅｚ. ｉｉａｓａ. ａｃ. ａｔ / ｗ /

ｃｔｒｌ? ＿ｆｌｏｗ＝Ｖｗｒ＆＿ｖｉｅｗ＝Ｗｅｌｃｏｍｅ＆ｆｉｅｌｄｍａｉｎ＝ｍａｉｎ＿ｌｒ＿ｌｃｏ＿ｃｕｌｔ＆ｉｄＰＳ＝ ０＆ｉｄＡＳ＝ ０＆ｉｄＦＳ＝ ０ꎮ
数据来源于严中平等ꎬ１９５５:«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ꎬ科学出版社ꎬ图 ２－１ꎮ
数据来源于中国军事史编写组ꎬ２００３:«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下册)ꎬ解放军出版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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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可以看出ꎬ两个工具变量均与村庄宗族网络规模和分布特征有关ꎮ 而二阶段回归结果也

显示宗族网络规模(宗族力量)越大(强)的村庄ꎬ土地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越多ꎬ表
明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稳健性ꎮ

　 　 表 ７ 　 　 宗族网络对土地流转对象的影响:遗漏变量问题
Ｐａｎｅｌ Ａ:增加控制变量

变量

农户层面 村级层面

本村普通农户(对照组)ｖｓ本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占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第一大姓占比
－３.６８５∗∗∗

(－２.６２)
０.１０６∗

(１.７１)

前三大姓占比
－２.１７１∗∗

(－２.３１)
０.１０３∗

(１.９６)

宗族多样性
５.１９４∗∗

(２.２７)
－０.１０３
(－１.６２)

流动人口比例
－０.４９８
(－０.２５)

－０.２１１
(－０.１１)

－０.７３６
(－０.３３)

－０.４７０∗∗∗

(－３.９７)
－０.４６０∗∗∗

(－３.８２)
－０.４７８∗∗∗

(－４.０９)

水稻适种指数
－０.４２３∗

(－１.６９)
－０.４１９∗

(－１.６８)
－０.４２３∗

(－１.６８)
０.００５
(０.３７)

０.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０６
(０.４２)

是否商埠
－０.２７２
(－０.４３)

－０.２２４
(－０.３５)

－０.２０７
(－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３３)

－０.０１３
(－０.３４)

－０.０１３
(－０.３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４１１ ４１１ ４１１ １９７ １９７ １９７
伪 Ｒ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４２ ０.１４７ ０.１３６ ０.１４０ ０.１３３

Ｐａｎｅｌ Ｂ:２ＳＬＳ
一阶段 因变量:第一大姓占比 因变量:前三大姓占比 因变量:宗族多样性

大姓村庄占比
０.２７４∗∗∗

(３.４１)
０.３４５∗∗∗

(３.６９)
－０.２２７∗∗∗

(－３.２０)

宋代战争次数
－０.００８∗

(－１.８３)
－０.００９∗

(－１.６９)
０.００７∗

(１.８２)

调整 Ｒ２ ０.２２８ ０.１９９ ０.２４７

二阶段 因变量: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占比

第一大姓占比
０.４０９∗

(１.６５)

前三大姓占比
０.３１２
(１.５８)

宗族多样性
－０.５００∗

(－１.６７)
样本量 １８３ １８３ １８３

(２)反向因果关系

土地较多流向本村亲缘关系更近的个体(流向本村同宗族内农户)ꎬ使得同宗族内农户

的农业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ꎬ从而可能促进同宗族内的人口增长ꎬ使得宗族规模扩大ꎮ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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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一个村庄现在的土地流转情况对以前年份的宗族规模不会产生影响ꎬ因此ꎬ我们采用

２０１３年大姓占比与 ２０１５年土地流转对象匹配ꎬ可以很好地避免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ꎮ
３.自选择问题

由于村庄是否有宗族ꎬ与村庄的某些经济社会文化特征有关ꎬ即在符合某些经济社会文

化特征的村庄中ꎬ宗族规模可能更容易发展ꎬ因此存在自选择问题ꎬ我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

方法来处理ꎮ 关于分组变量的构建ꎬ一种方法是将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５ 年都没有大姓的村庄作

为对照组ꎬ而把 ２０１３ 年没有大姓但 ２０１５ 年有大姓的村庄作为处理组ꎮ 另一种方法是将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大姓数目①没有变化的村庄作为对照组ꎬ而 ２０１５ 年大姓数目比 ２０１３ 年有增

长的村庄作为处理组ꎮ 此外ꎬ由于村庄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禀赋、人口结构等因素既会

影响宗族网络的发展状况ꎬ又会作用于村庄土地流转ꎬ因此结合前人研究(伍骏骞等ꎬ２０１６ꎻ
王丹利、陆铭ꎬ２０２０)ꎬ我们选取村庄外出务工占比、劳动人数占比、留守老人占比、大专及以

上受教育程度人数占比、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村庄总土地面积(亩)对数作为协变量ꎮ 我

们采用不同的匹配方法ꎬ进行回归后ꎬ结果如表 ８所示ꎮ 本文还进行了平衡性检验ꎬ匹配后 ｔ
检验结果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ꎮ

表 ８显示ꎬ在消除了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可观测异质性偏差后ꎬ宗族网络规模增长能显著

促使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ꎬ增加流转面积和流转户数ꎮ 平均而言ꎬ有大姓的村庄比没有大

姓的村庄ꎬ土地流向本村普通村民的面积占比将高出 ９％ ~ １４.３％ꎬ户数占比将高出９.１％~
１０.９％ꎮ 大姓数目增长的村庄比没有增长的村庄ꎬ此种流转方向的土地面积将低１０.８％~
１１.２％ꎬ户数占比低 ６.７％~１１％ꎮ

　 　 表 ８ 　 　 倾向得分匹配结果

匹配方法
因变量: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土地面积占比 因变量: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占比

大姓状态是否变化 大姓数目是否增长 大姓状态是否变化 大姓数目是否增长

近邻匹配
０.０９０∗

(１.９５)
－０.１１２∗∗∗

(－２.９１)
０.０９１∗∗∗

(３.５３)
－０.０６７∗

(－１.７１)

卡尺匹配
０.１４３∗

(１.６５)
－０.０７７
(－１.３６)

０.１０９∗

(１.６７)
－０.１１０∗∗

(－２.５５)

卡尺内近邻匹配
０.０９２∗∗

(２.０７)
－０.１０８∗∗∗

(－２.６９)
０.１０６∗∗∗

(２.７２)
－０.０７２∗

(－１.８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１８６ １８６ １９７ １９７

(四)异质性检验

１.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

土地流入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那么这种资源配

置效应在不同村庄是否产生异质性影响? 我们采用分位数回归ꎬ来解决这一问题ꎮ 对因变

量进行 ０.５％右截尾ꎬ并进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４００ 次的分位数回归后得到如表 ９ 所示结果ꎮ 除了方

法 １的回归结果不显著以外ꎬ整体来看ꎬ在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村庄中ꎬ本村普通村民

获得流转土地的户数越多ꎬ对村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害作用越大ꎬ这样的土地流转无异

０６１
①根据调查数据ꎬ大姓数目指占村庄总人口 １０％以上的姓氏个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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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让这类村庄的土地配置状况雪上加霜ꎮ

　 　 表 ９ 　 　 资源配置效率异质性

分位数
方法 １ 方法 ２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２５％ ０.１４７
(１.２５)

０.２１０∗∗

(２.２０)

５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１３１
(１.０５)

７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３５１∗

(１.６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２０２
伪 Ｒ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５７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７３

分位数
方法 ３ 方法 ４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２５％ ０.０３６
(０.７０)

０.０５９
(１.１９)

５０％ ０.１１０
(１.４４)

０.０８５
(１.１８)

７５％ ０.２５７∗

(１.８１)
０.２２０∗

(１.７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 ２２４ ２２４ ２２４ ２２３ ２２３ ２２３
伪 Ｒ２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１

２.市场环境异质性及调节作用

既然土地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增加ꎬ会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那么此种消极影

响是否会随正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改变? 对此ꎬ我们考察了不同市场发育程度的地区ꎬ土地

流向对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ꎮ 参照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的中国分省市场化指数报告ꎬ我
们使用 ２０１４年各省份市场化进程指数来反映各地区市场发育程度ꎬ①并按照此指标是否大

于中位数ꎬ将样本分为市场发育较好地区和市场发育滞后地区ꎬ然后进行分样本回归ꎮ
从表 １０ Ｐａｎｅｌ Ａ可以看出ꎬ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ꎬ土地流向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

响作用尤为显著ꎬ而此种作用在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并不显著ꎮ 原因可能在于ꎬ良好的正式

制度环境弱化了土地流向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消极影响ꎮ 为此ꎬ我们进一步使用调节效应模

型ꎬ对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进行验证ꎮ 从 Ｐａｎｅｌ Ｂ 来看ꎬ市场化进程确实会弱化由于流转至

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增多而给资源配置带来的不利影响ꎮ 可能是良好的市场环境ꎬ降低了

１６１

①由于本文使用 ２０１３年和 ２０１５年社区与家庭匹配数据ꎬ所以选取这两年中间年份的市场化进程指数

来反映各地区市场发育程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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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ꎬ在市场引导下ꎬ农户更容易将土地流转到生产能力强的

主体手中ꎮ

　 　 表 １０ 　 　 市场环境的影响
Ｐａｎｅｌ Ａ:市场环境异质性

变量

方法 １ 方法 ２ 方法 ３ 方法 ４
市场化程
度高地区

市场化程
度低地区

市场化程
度高地区

市场化程
度低地区

市场化程
度高地区

市场化程
度低地区

市场化程
度高地区

市场化程
度低地区

因变量:土地边际产出方差

流转至本村
普通村民户
数的占比

０.００６
(０.０２)

０.５４９
(１.６６)

０.４３９
(１.０１)

０.４４８∗∗
(２.３２)

０.２１４
(０.８８)

０.１８４∗
(１.７７)

０.２２０
(０.８１)

０.２３０∗∗
(１.９９)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 １０５ ９８ １０４ ９８ １１４ １０９ １１４ １０９
Ｒ２ ０.０７９ ０.１２４ ０.１０１ ０.２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２０９ ０.０６９ ０.２００

Ｐａｎｅｌ Ｂ:市场环境调节作用

变量 方法 １ 方法 ２ 方法 ３ 方法 ４
流转至本村
普通村民户
数的占比

０.０５３
(０.４３)

０.２２８∗∗
(２.１７)

０.１４７∗
(１.６８)

０.１２４
(１.５１)

市场发育程
度

－０.０１０
(－０.２９)

－０.０２６
(－０.８６)

－０.０５０
(－１.４９)

－０.０２７
(－０.８３)

流转至本村
普通村民户
数的占比 ×
市场发育程
度

－０.１２０∗
(－１.７９)

－０.１２６∗∗
(－２.３７)

－０.０８１∗
(－１.９１)

－０.０６５∗
(－１.６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２０３ ２０２ ２２１ ２２１
Ｒ２ ０.１１３ ０.１５３ ０.０８０ ０.０６５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表明ꎬ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ꎬ但当宗族网络达到一定强

度时ꎬ宗族能够显著削弱土地流转的此种资源配置效应ꎮ 原因是宗族网络使得土地流转具

有短半径交易特征ꎬ促使土地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ꎬ而流转至本村普通村民的户数增加ꎬ将
降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ꎮ 此种不利影响在土地配置效率较低的村庄和市场发育滞后的地区

更显著ꎬ但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能够弱化此种不利影响ꎮ
因此我们认为: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固然重要ꎬ但也应该看到传统社会中留存下来

的非正式制度对于资源配置的影响ꎮ 虽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ꎬ非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

机制逐渐被弱化ꎬ但是在资源配置水平较低以及市场化发展滞后的地区ꎬ此种机制仍然产生

显著影响ꎮ 尤其是在传统配置方式会削弱正式制度的资源配置效应时ꎬ此问题更应该引起

重视ꎮ 对此ꎬ在宗族力量较强的地区ꎬ政府应更加注重土地流转方向的引导ꎬ鼓励土地流转

至生产能力更高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ꎬ形成规模经营ꎻ加强土地流转市场服务ꎬ降低信息不

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ꎬ减少农户对于传统社会网络的信息依赖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ꎬ扩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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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土地交易范围ꎬ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土地流转交易模式以及县、乡、村三级联动的土地

交易服务平台ꎬ从而弱化宗族网络对土地流转交易行为的非市场化影响ꎮ
近年来ꎬ我国政府也意识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性ꎮ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９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ꎬ明确提出要破除阻碍要素

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障碍ꎬ扩大要素市场化配置范围ꎮ 本文的研究考察了要素非市场化配

置产生的负面影响ꎬ阐明了随着市场化进程推进ꎬ此种负面影响将被削弱ꎬ论证了要素市场

化配置的重要性ꎬ为建立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供了学理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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